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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幻的坐標與漂浮的歷史

──廈門華僑的聚落研究1

⊙ 梅 青

 

前 言

在「九州方圓」的傳統地域坐標中，廈門在中國的歷史版圖上，無法擺脫蠻夷之地的稱呼。

在「士農工商」的封建階梯上，農、工、商一直都是官僚紳士的陪襯。特定的地理環境，經

濟因素和政治氣氛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華僑。

華僑在廈門的建築包括別墅、祠堂、學校、銀行、百貨公司和市場。這些建築形成了有別於

本土的華僑聚落，呈現給城市以獨特的景觀。這些既作為文化載體，又作為文化符號的建築

與聚落，附庸於華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究竟是何種因素影響了這些華僑對於賴以生存

的建築及城市產生如此的場所感，以及由此形成的華僑建築與環境呢？

從清末到二十世紀初的這段時間裏，很多東南亞的華僑在故居地廣東和福建重建家園。廈門

華僑的建築與聚落所展現出來的建築現象，是他們的世界觀，他們對於建築的態度與理解，

建造方法與文化認同的反映。這些呈現出來的現象，也是吸引我們去追根溯源的根本動因。

鑒於此，這篇論文將探討三個層面的問題：（1）華僑家庭結構原型；（2）華僑家庭結構和

社會生活與禮儀行為的轉變；（3）二十世紀初華僑在廈門的建築。

一 原型、文化與傳統

現存較為可信的族譜顯示，80%的福建人於西晉（265-316）永嘉五年由河南光州固始縣移入

福建2。唐朝末年（618-907），王潮和他的兄弟王審知因不滿於當時的狀況，為了建立一個

新的領地和政權，帶領官民由固始縣輾轉來到福建。當時的福建是一個人煙稀少的地方，每

平方公里僅有一人。在群山環抱之中，王氏兄弟首先於光啟二年（886）佔據了泉州，之後佔

據了閩南的大片領域，建立了「王氏政權」，從此開始了閩國的歷史。它是中國南方唯一一

個完全由漢人建立的國土。閩南由此而得名，並一直沿用至今。3遷徙而來的移民在閩南有兩

個最為特殊的習性：（1）聚族而居；（2）祭祀祖先。這兩種傳統的生活方式反映在他們佔

族田，建宗廟的建築活動中。儒家傳統長久以來統治著人們的思想並支配著人們社會生活的

方方面面。中國社會以家庭為基本單元的形式，物化地反映在傳統的住宅類型以及城市布局

方面。

費孝通對於中國家庭結構的研究，為我們展現了四種家庭模式，其中之一為「擴大的家庭」



模式，華僑的家庭結構與此頗為相似。這種家庭由核心家庭與分枝家庭組成，包括親戚，有

時包括不甚相關的人。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調查福建、廣東等中國東南

省份的家族體系，在結構和功能分析上做出貢獻，發展了這種家庭模式的研究。他假定典型

的家庭每一代自成一個循環4。他研究中國東南部家庭和宗族體系的方法，更進一步從上述地

區的實地考察中，獲得了支持和證實。基於此，學者們以田野調查和更為實際的方式重新審

視中國的「家庭」。謝繼昌對此提出了一個多層操作的概念，他將中國家庭看成是一個由一

群享有共同血緣關係，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成員所組成的經濟單元。成員及其後裔都享有共

同的權利和義務5。在這樣一個「家庭」、「家族」和「宗族」的脈絡上，延伸了中國家庭的

概念。這一家庭網絡甚至包括所有那些享有共同姓氏的人。更進一步地，弗里德曼將中國家

庭結構的研究從南中國延伸到東南亞，他研究了南洋華人的血緣關係體系、宗族體系和各類

社團，以及華人婚喪嫁娶，祖先崇拜與信仰等有關的儀式行為6。

二 華僑的由來與轉變

唐宋盛世，從中國沿海一帶去東南亞各國經商的人，並未被認為是永久地離開了中國。即使

一些華人沒有返回，他們依然被認為是「住蕃」而依然被認同是中國人。從閩南外出的貿易

者，完全依賴於季風模式在外停留一季，一年或者更長的時間。

清代謝清高（1765-1821）的《海錄》，記載了他遊歷東南亞國家的所見所聞。他18歲時隨番

舶出洋成為海員，從乾隆至道光元年，他的足跡遍及暹羅（泰國）、新加坡及與東南亞有關

的西方國家。他口述十八世紀晚期東南亞華僑及當地土著從事種植、開採及貿易的生活，翔

實具體7。而出生於福建龍溪（今龍海）的王大海，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泛海至爪哇，

後居住在三寶壟。他的《海島逸志》更確切地記錄和反映了他在爪哇居住期間的所見所聞及

當地華僑家庭生活的典型實例，其中反映了華僑生活方式的一個方面：「漳州東門外深青社

有蘇某者，經商西洋，娶婦某氏，數載以不獲利而歸，遂卒於家。西洋婦聞其訃，且知其家

貧，親老子幼，乃孑然帆海以歸夫家，奉養老母，克盡孝道，教子成人……」。8從這記載來

看，華僑的家庭結構在更大的程度上延續了他們家鄉的家庭原型。

然而，風雲變幻的政治經濟氣候，在異域他鄉創業的艱難，改變了華人的生活。王賡武在談

及華人在南洋的發展變化時寫到，無論同化與否，海外華人的確是變化了。他們在各個方面

都表現了極強的適應性，同化於當地的文化與習俗9。這一事實便本質上修正了「華人」的歷

史坐標。

華僑們是如何適應所居國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環境的呢？帶著這個問題，筆者分別在

1997、1998和2000年的三次東南亞之行中，採訪居住在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的第二代和第

三代的華人。他們的祖父輩和父輩分別在晚清離開閩南而移居東南亞。從這些口頭採訪的記

錄中，不難看出，在甚麼方面，這些華僑在對待外國文化和本土傳統的態度上發生了變化。

由於教育背景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在宗教信仰、語言、飲食起居及日常生活方面，他們的文

化傾向和行為都發生了變化。

案例1：這所房子是一個第二代移民的住宅。第一代於清朝末年自福建遷徙檳城。他們來自福

建的大宗，在福建故鄉擁有房產和田地直到50年代。他們在檳城開始以店屋生意起家，發展

到第二代時已經可以擁有自己的公司，並從店屋遷入從前外國人居住過的洋式別墅。從這個



居住在別墅的家庭裏，培養出接受西方教育和職業訓練的建築師、醫生以及三個嫁到外國去

的女兒。在西式的別墅客廳裏，中式的家具陳設和陳列著的家庭歷史舊照片顯示給我們這個

家庭的華僑身份。

案例2：這座店屋坐落在檳城一條比較安靜的街道，居住一個由馬來人與一位華人婦女組成

的家庭。採訪他們之前，這裏的華人朋友就以一種新聞的方式告訴我，這位出身富族的華人

女子與一位馬來男子結了婚。她的祖父清末從閩南的海澄移居檳城。今天，這個家族在城市

中依然擁有紀念性的建築，以及由住宅環繞的廣場和大量的城市土地。

她的房子是一座兩層的店屋。在1990年代由這對夫婦買下來並進行了翻修。據說，這間房屋

曾被用作1909年至1911年的東南亞同盟會的基地。孫中山旅居東南亞期間曾經以此為根據

地，籌劃推翻滿清帝國並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準備工作。店屋的首層作為這個家庭的客

廳、起居空間、書店及辦公室；第二層是一個較為私密的空間，用作臥室。十分具有馬來傳

統意味的是將整層地面作為床鋪。

案例3：印度尼西亞的第二大城市泗水，是華人比例很高的城市。接受採訪的這戶人家是華人

後裔的第三代。這對夫婦均在印尼接受高等教育。今天，他們是泗水兩所大學的教師。他們

既不能聽，也不能說和讀華文。然而，他們還是熱情地安排了與她父親的短暫會面。這位老

者居住在這個城市裏。他經常騎自行車來看望他女兒一家。50年代，他曾經在小學教授華

文，雖然華語遭禁30年之久，他還可以用華語交談。年過70的他看上去面色紅潤且身強體

壯。他回憶他的父母從福建漳州的某個村莊來到印尼的經過：「……在這裏物質生活很好，

但在精神上依然無法擺脫思鄉之情。我與女兒在90年代一起遊覽北京，她的一個遠房姨媽住

在那裏。我真不能相信，中國發生的變化與我的想象全然不同。我們住在那間四合院裏，體

驗著街坊鄰里的嘈雜擁擠的日常生活。由於旅行團的緣故，所以我未能到福建的家鄉看一

看。……泗水這裏終於平靜了，但誰知道明日會發生甚麼？我們與他們沒有往來，他們真是

野蠻。」這家人正在盡力為三個十幾歲少年的前途而申請去美國生活。到時，他們三兄弟會

分別接受美國的大學教育。

華僑不但在居住方面有了適應性的轉變，而且在飲食習慣上也有所變化。在一次中午的聚餐

中，我們來到檳城有名的由海峽僑生所開的餐館。這間餐廳具有「坢坢娘惹」裝飾細部。在

這裏海峽僑生有一個特殊的稱呼，稱男性為「坢坢」，女性為「娘惹」。早期的華人貿易者

在城區中有很多機會與馬來女性接觸，與馬來人通婚在與其他類型的婚姻相比具有優越性。

他們的後裔也為「坢坢」或「娘惹」的身份而具有優越感，因為他們既可以在馬來人的社團

中，亦可以在華人的社團中享有更多利益和機會。

海峽華人的清明祭祖是每年必行的儀式。這種活動經常以家族的形式進行，有時也由家族之

間合作舉行。1998年謝氏族人在家族墓地組織清明祭祖。之前一天，他們準備好燒烤的乳

豬，各種蔬菜水果及熟食，以及大量的紙錢，在清明節的早晨，聚集在墓地前為祭祖而建的

大堂裏。信理員致辭之後，他們在祖宗陵前分發預備好的食物，燒紙錢，唱哀歌。

從1890年代到1911年的這個時間段裏，華僑經歷了一個重要的轉變時期。一些遊歷國外的航

海家、旅行家和外交使節所撰寫的遊記和回憶錄，引起清代對華僑問題的關注。清末外交家

和官員出訪東南亞，以及在由清朝政府派往海外的外交使節所發表的演說致辭中，使用了

「華僑」這一詞語，這使得「僑」具備正式的身份及受到官方的認可和保護。

清朝光緒年間，廈門華僑通過捐錢買官而獲得了較高的地位。清政府用華僑的捐獻加強軍備



及增加管理方面的開支。祖籍同安的新加坡華僑陳泰，清朝末年捐官成為「中憲大夫」、

「通奉大夫」。他的「合春號」木材行也從新加坡遷往上海。像陳泰一樣，23歲時從同安去

了爪哇的黃志信（1835-1901），也在清光緒七年（1881）的時候，因在印尼的三寶壟制糖業

績，捐官為「中憲大夫」。1890年，他將設於三寶壟的「建源公司」的業務轉給兒子──著

名華僑黃仲涵，回到故鄉廈門。此外，還有很多華僑從清政府捐買官銜，如陳謙善買得了

「光祿大夫」；邱正忠和他的兒子邱菽園買了如此多的官銜，如「花翎鹽運使」、「光祿大

夫」、「道台」等等。除滿清給予的身份和地位的吸引外，華僑的家族及宗族是另一個吸引

他們回到故鄉的重要因素。他們大多數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泰國歸來，也有的來

自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三 二十世紀初期廈門華僑建築

在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時期，華僑為推翻清朝統治貢獻力量。他們被孫中山譽為「革命之

母」。孫中山擔任南京臨時大總統期間，在上議院為華僑留下了六個名額。這些華僑既被尊

為「愛國華僑」又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他號召華僑為國貢獻力量，以他對於中國之理想感

染海外僑胞。1921年，孫中山為現代中國發展，著書提出若干主張。他理想中國際都市的

模式是應該具備鐵路與高速公路，充沛的水資源和灌溉，新的口岸和現代城市，基本的工業

和公共設施等等。他堅持重建及經濟發展並重的政策，並提出二十世紀中國城市的重點在首

先發展住宅：「四萬萬同胞中，窮人還住在茅屋及窯洞之中；中等或富人住在廟宇中。舊中

國房屋往往首要考慮的是祖先的位置，它必須放在房屋的中央，而其他部分必須居於從屬的

地位。房屋的建造似乎不是為居住的舒適而是為了儀式要求。房屋在民族的文明進程中是一

個很重要的因素，比食物和衣著更能帶給人欣喜和快樂。」10對於房屋作為一種工業來看，

詳細的闡釋表現在如下的四個方面：（1）建築材料的生產及運輸（磚、瓦、木材、鐵構件、

石頭、水泥等）；（2）房屋的建造；（3）家具的制造；（4）房屋設備的供給（水、光、熱

燃料和電訊等）。孫科（1891-1973）在1921年任廣州市第一任市長時，為支持這一觀點，提

出了著名的「都市規劃論」。他進一步重申：「都市規劃包括一個城市建設的方方面面：城

市的路網，商業系統，公園和娛樂場所的位置，公共設施的配置，城市上下水道的設置，工

廠和房屋的建造，等等」10。為滿足新的管理辦法和機構需要，舊的衙門廢除並拆毀了，取

而代之的是市政和署的建制。更為具體地體現在，舊的城牆被拆除了，街道被拓直、加寬並

重新鋪築了，百貨商店建來取代了市場，其他公共建築如戲院、電影院、咖啡館、舞廳和旅

館也建起來了；公園、廣場及運動場也興建起來了。這些建築實踐將廣州推進一個現代都市

的行列，並且成為其他城市的範本。與此同時，內陸城市如南京和成都同樣經歷著城市再建

和改造的階段。城市更加受到來自從西方受教育回來的人士開明思想的影響以及權威人士的

影響。城市建設者既注重規劃中尋求新秩序，同時側重於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在此時間的

上海，當二十世紀初期早以躋入現代城市的行列時，也經歷了社會生活和習俗，社會條件和

經濟條件以及城市認同感的變化。這些變化及活動主要是通過政治家和各個城市新成立的市

政委員會所領導。這些委員會的成員，大多是在西方國家受過教育的規劃人士與管理者，他

們試圖將中國的城市建設得更為現代化。在這個時間裏，也有一些西方的建築師和學者們被

邀請來參加城市規劃與建築設計，協助中國興建城市。11 12

1919年，廈門以林爾嘉為主席，以黃奕住為副主席組成了市政會，由29名成員組成。林爾

嘉，又名林菽莊，祖籍福建龍溪。他的家族在清代乾隆年間在台灣發展成為富裕的家

族。1895年台灣被迫割讓給日本後，林氏家族回到廈門並定居鼓浪嶼。此時，黃奕住剛剛從



東南亞歸來。林、黃兩位一拍即合，立即一同與當地人士組織了委員會，召集海外華僑投資

廈門。在此基礎上又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稱為「市政局」，在1921年由周醒南掛帥。13

周醒南本是廣東惠陽人。他以教師身份移居新加坡之前，負責廣東省的公路建設。1916年，

他自新加坡回到廣州，培訓當地的建築工匠。1917年，應陳炯明之命，他負責廣東城市建

設。1920年，他負責廣東惠平公路的建設；1921年，負責泉州公務局的工作；1924年，應廈

門海軍司令林國賡之邀，周醒南組織閩南工匠建設海堤，廈門港及公共設施。1919到1926年

期間，廈門城市經歷了第一次設施、道路及建築的重建新建。由委員會領導的第一個舉措是

拓寬自清康熙23年（1684）所建成的街道。那一年，廈門解除了海禁，由此激發了海外貿易

的發展。城市也開始興建街道了。最寬的一條是衙口街，從提督牙延伸至城市的南門。另外

還有25條街道。其中五條被稱為「內街」因為它們靠近內城。另外有16條街被稱為「外

街」，因為它們靠近海。所有這些街道都是三米寬度。

從1919年到1926年，是華僑投資建設廈門城市的第一個階段。通過與當地的精英人士合作組

成委員會，而致力於重建廈門城市的工作。首先，他們認識到現存城市道路局面的弱點在於

不能滿足變化時期的需求。委員會組織當地工人拆除城牆，拓寬道路和街道。開元路是第一

條廈門鋪築的街道，意味著開始一個新的時代。路面以麥卡登式鋪築，街道兩側將商業建築

與居住建築混合成為店屋形式的建築。同時，廈禾路、大同路、中山路、思明路、鷺江道，

都在1920年到1926年這段時間內建成。沿路的建築控制在三到四層。店屋建成騎樓形式。中

山路和思明路兩側每座建築的高度和風格，雖然出自不同的業主，然而彼此影響，相互學習

和模仿。

孫中山先生於建國方略中，論及廈門港問題，謂：「吾意須於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

以為江西福建南部豐富礦區之一出口，此港施以新式設備，使能聯陸海兩面之運輸以為一

氣。」所謂港面之西方，即嵩嶼也。到了1936年，已經形成了一個有著合理組織，並順應自

然地形的道路系統的濱海城市。從漳州到石碼的高速公路興建起來了。華僑與本地精英的合

作，產生了一個城外新區的規劃，也就是嵩嶼規劃。這是一個有著完整的街道體系、市政設

施和街坊的區域。嵩嶼地位之優越，已如前述；在思明市政籌備處會刊中，將它對於廈門的

重要性與九龍對於香港的重要性相比：「蓋鑒於廈門政治與經濟之建設，既受國際條約所拘

束，不獲自動伸展，自應另闢市場，以裕民生，用意至為深遠……。目今歐西各國工廠，因

都市中心──地價、勞力均極高昂，多謀向外遷移。僇以嵩嶼與工業區域，尤適合於此種趨

勢也。」14此時，基礎設施如港口、自來水公司、電話公司、電力公司、市場和其他公共建

築都興建作為城市的基礎設施。

中山路和思明路是由華僑在上個世紀的二十年代建造的。沿街的店屋主要是騎樓式形式，即

店屋的首層退後「五英尺」以形成人行道。在閩南話中，這種人行道發音為「五腳基」。實

際上，它反映了閩南方言借自於東南亞的馬來語和印尼語的一個過程。例如，五的發音來自

閩南，而腳基的發音則來自於馬來和印尼語。這種語言現象暗示騎樓起源的一個方面，即騎

樓式建築是由東南亞華僑介紹到廈門的一種建築形式。

萊弗士（Stamford Raffles）在1819年新加坡開埠以後，建立了一套嚴格的管理辦法及詳細

的城市規劃原則。更確切地說，他制定了「五英尺」來嚴格界劃新加坡沿街的店屋。這種方

法也可見於荷屬印度尼西亞的城市和英屬馬來西亞的怡寶和檳城15。新加坡學者Jon Lim對於

檳城和新加坡的店屋的研究，將這種建築歷史地溯源到南宋時杭州等地的沿街建築。他堅持

16



這是「基本上的中國民間的建築形式適應於殖民地文脈的一種情況」 。新近的關於印度尼

西亞店屋起源的研究，支持這種觀點，「印度尼西亞的店屋與在印尼島國的華人聚落歷史緊

密相連。很多移民來自於南中國。是這一地區的建築為在印度尼西亞的華人店屋提供了主要

形式影響。建築的各元素設計來抗拒潮濕的亞熱帶雨林氣候及台風，強光等氣候，傳統的南

中國建築很好地適應了印度尼西亞的這些氣侯。」17

1904年，廈門在原有行會的基礎上成立了總商會。從1905年到1920年，民主政治家激發的民

族熱情，使得廈門城市經歷了發展改革和城市復興的階段以迎接新世紀的到來。這些華僑從

國外輸入了建造材料以進行城市的翻新。他們投資建設城市道路，街道，建立公共服務設施

並投資房地產。1921年，黃奕住被選為廈門總商會的主席。他在香港和上海都建立了各種公

司，並建立了中南銀行，這所銀行在廈門發展華僑貿易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還有其

他著名華僑人物，如黃文華，黃秀抩，黃仲訓，李清泉，黃念憶，楊忠信，林文慶，陳嘉庚

等，在各種委員會中擔任職務。廈門島上的土地也提供給他們興建住宅，公共建築及各類機

構。

第一個階段是為他們「擴大的家庭」興建住宅，包括由家族，宗族及不同家族之間通婚而組

成的成員居住。除了家庭生活之外，這種住宅也用作「家庭機構」，這後來發展成為更大的

社會組織機構。投資各個機構是華僑另一種典型活動。主要的機構類型是由家庭或家庭之間

的合作形成的。那時廈門有大約300家公司。從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到1938年的時間裏，

廈門就有2145家華僑家族企業經營房屋和地產生意，當中，黃奕住家族與李昭北及其兒子李

清泉家族是處於領先地位的。

1918年，黃奕住從原來的英國商人的產業「德記洋行」買下了鼓浪嶼洋人球埔，在此建築中

建立了他自己的家族企業「黃聚德堂」。在他回廈門以前，他在印度尼西亞的三寶壟已經建

立了家庭企業「日興行」。當他1919年回到廈門之後，延續了這種家庭機構，更名為「黃聚

德堂」。在開創階段，他組織了四個成員一同形成了一個委員會，這四個成員是他的兩個兒

子，一個女婿以及一個非家庭成員。1919年後，他開始吸引人才到他的家庭機構中來。林全

成工程師來自於廈門的自來水公司，與經理周幼梅一起加入了黃奕住的「黃聚德堂」。在接

下來的日子裏，這間「黃聚德堂」所建立的網絡遍及廈門、上海、天津、漢口、南京、香

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業務領域包括房地產及基礎公共設施。1920

年，黃奕住興建「觀海別墅」。之後，他投資港口並興建了一條商業街──「日興街」。20

年代的廈門，僅「黃聚德堂」就擁有160座建築，佔41000平方米。此外，他與林爾嘉一起在

1922年投資興建了電話公司。

1920年從菲律賓歸來的李清泉和其叔父李昭北一同組織了自己的公司，主要沿著中山路和鼓

浪嶼的升旗山興建房屋。在大同路和鎮邦路上由他們興建的房屋都是三到四層的店屋。其他

華僑也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公司。「黃榮遠堂」擁有54座房屋，佔17000平方米；「升龍」興建

了52座房屋，佔13000平方米；「榮昌」建了24座房屋佔13000平方米。鼓浪嶼有1000多座華

僑興建的住宅。這些地塊由華僑和當地人士所組成的委員會決定和分配。華僑可以從委員會

買得土地。很多華僑從海外帶來傮墅圖紙，甚至從他們的旅居國家運進建築材料。在1910年

到1930年的這段時間裏，在眾多的廈門華僑建築中，主要的三種類型建築猶具特色，分別為

坐落於鼓浪嶼的別墅建築，坐落於廈門市區的學校建築和沿街的騎樓商業建築。

廈門城市的發展展現給我們一個口岸城市如何發展成為二十世紀初葉現代城市的過程。廈門

華僑特殊的經歷，他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生活，以及他們跨國界，跨文化的視野，為廈門的



城市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這在他們的建築與聚落環境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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